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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应对重大挑战的战略路径，使命导向型创新虽已在国内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议程构建与

实现过程仍是一个有待拆解的“黑箱”。文章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对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展开剖析。

研究以历史与比较相结合的视角，根据使命面向侧重，将国内外8个典型案例划分为三大代际，从使命设立、

创新主体、系统结构、政策工具、功能输出5个方面，审视不同体系的模式特征。研究结果强调因势利导构

建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根据具体使命情景，灵活布局主体、设计体系结构、采用政策工具并有针对性

地输出关键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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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交织，

当今社会正从一个相对确定、能够快速提供技术解决

方案的时期，迈向一个复杂性与重大挑战并存的时

代。这一背景下，使命一词也重新回归理论视野，成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项目 （QHTHUXYY202514），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 （3-

ZXB2025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22300003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3AZD040）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6年6月29日

1376



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历史嬗变及模式特征研究

院刊 |

为新一代创新范式的逻辑内核[1-3]。科技政策也更加强

调战略目标，形成使命导向型创新（MOI）这一学术

兼政策议题[4-6]。这类创新旨在面向国家战略或重大公

共价值，通过设立具体、可衡量的目标，动员多方资

源，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创新解决方案[3,4,7]。政策实

践上，欧盟“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德国

“高技术战略 2025”（Die Hightech-Strategie 2025），以

及日本“登月式研发计划”（ムーンショット型研究開発

制度），均声称采用基于使命的方式来应对重大挑战。

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模式，美国

在能源、健康、气候等领域新设一系列使命导向型研

究机构。继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号召，美国于

2025 年宣布启动“星际之门”计划 （The Stargate 

Project），该项目也被总统特朗普定位为“AI 时代的

曼哈顿计划”。在科技创新“四个面向”的指引下，

为进一步强化我国战略科技力量。2022年，科学技术

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部分科研院所开展使命

导向管理改革试点①，标志着使命导向以明文的形式

正式落实至科技政策议程。同年，教育部印发指导文

件，强调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

使命导向型创新，涵盖技术、经济、社会等多维

使命[5,6,8,9]，通常横跨不同领域和多个部门，牵涉众多

行动者，并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代际特征[3,9]。鉴于这一

创新范式的复杂内涵，将其视为一个综合系统[10,11]，

能够更全面地揭示概念尚未被挖掘的理论意蕴与应用

价值。由此，本研究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根据具

体使命面向，以历史演进视角将 8个典型案例划分为

三大代际：① 面向国防的使命实践，包括美国“曼哈

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和中国“两弹一星”工程；

② 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使命实践，涵盖日本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VLSI）计划②、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

联盟（SEMATECH）和中国超级计算机；③ 面向社

会经济重大问题的使命实践，囊括美国“癌症登月计

划”（Cancer Moonshot）和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在

此基础上，从使命设立、创新主体、系统结构、政策

工具、功能输出 5个方面，系统总结各代体系的模式

特征。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明确面向不同使命，体

系内部的要素及其互动存在何种差异，以及这些差异

如何影响实践。通过不同历史情形比对，可以明确特

定背景下相对匹配的行动策略，为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价值参考。

1 面向国防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

1.1 使命设立：面向国防的使命设立

“曼哈顿计划”可追溯至美国铀顾问委员会成立，

标志着美国核研究项目的启动。该委员会最初拨款仅

有 6 000 美元，反映出较低的优先级[12]。伴随着战争

局势加剧，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并整合铀委员

会，科学家话语权有所增加。转折点出现于英国穆德

委员会对原子弹可行性的论证，加之珍珠港事件催

化，促使美国政府成立最高决策团，实现了研究从分

散探索到集中统筹的转变。这种由国防使命驱动的议

程设立，同样体现在冷战期间美苏太空竞赛的战略博

弈中。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 1号”卫星，冲击

了美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威望。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虽

组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启动“水星计

划”，但对载人登月仍持审慎态度。而当苏联宇航员

加加林完成首次载人轨道飞行，加之同期发生“猪湾

事件”，使美国面临空前的威信危机。时任美国总统

① 部分科研院所试点使命导向管理改革 . (2022-12-08)[2026-12-17]. https://epaper.stdaily.com/statics/technology-site/index.html#/

home? isDetail=1&currentNewsId=f177412924de4449b00316eac998dba0&currentVersionName= % E7%AC%

AC02%E7%89%88%EF%BC%9A%E7%BB%BC+%E5%90%88&currentVersion=2&timeValue=2022-12-08.

② 1976年由日本通产省牵头、日本五大电子企业联合攻关的半导体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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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遂在国会演讲中提出10年内登月目标，赋予了

“阿波罗计划”重大地缘政治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等

事件中多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倒逼《关于保卫祖国

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出台，核武器研制被提

上议程。2年后，“两弹一星”工程的优先级得以正式

确立。尽管初期曾获技术援助，但中苏关系破裂后苏

联终止合作协议并撤走专家团队。因此，“两弹一星”

工程是在中国面临国际孤立和核威胁的严峻环境下开

展的，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1.2 创新主体：作为核心主体的国家实验室、科研
院所与研究型高校

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研究型高校和国家实验

室作为核心组织，承担了大部分研发工作。除核武器

理论设计外，铀提纯方面，分别形成了以美国加州大

学为代表的电磁分离、哥伦比亚大学的气体扩散和卡

内基研究所的热泳 3条技术路线。高校的研究成果通

过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汉

福德基地三大核设施实现工程化生产。形成对照，

NASA旗下的马歇尔、约翰逊与肯尼迪航天中心，分

别承担火箭研制、任务模拟与发射执行等关键环节。

此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也为制导系

统研制提供了支持。数据显示，NASA与大学的研究

合同从 1962 年的 2 100 万美元增加至 1968 年的 1 亿

美元[13]。

相较之下，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核心参与主

体为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后改组为“第七机械

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简

称“二机部”）三股力量。作为中国最大的国家科研

机构，中国科学院以“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兼顾基础

研究与技术开发。1965年，归属于新技术局的中国科

学院研究所达 47个，占当时机构总数的 43.9%[14]。国

防部五院全面负责导弹与运载火箭相关事宜；二机部

则主要承担原子弹和氢弹研制任务。这一过程中众多

高校广泛参与，尤其是特别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校设立了13个系，其中1系、8系与原子弹有关，7

系与导弹有关，13系与人造卫星有关。

1.3 系统结构：以垂直管理、互动松散与对外封闭
为特征的结构

美国“曼哈顿计划”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

模式，以统筹协调不同研究领域中的 10 万名科研人

员。美国从总统到最高决策团和军事政策委员会，再

到具体的研究、生产单位，信息按照层级传递，保证

了体系运转有序。在严格保密制度下，单位间协作受

限，呈现出集中指令下的有限互动。“阿波罗计划”

延续层级分明的组织特征，由NASA总部统筹战略与

规划，计划办公室负责任务分解与技术协调，衔接下

属三大航天中心，基层由科研机构与企业承包商执行

具体任务。不同于战时体系，计划采用矩阵式管理，

并通过引入外部承包商和实施“技术利用计划”（航

天技术商业化转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体系开放性。

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顶层架构也从 3人领导

小组设立，到增设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再到组建中

共中央 15人专门委员会以强化顶层统筹，政治主导、

行政支撑和技术负责的“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得以成

熟。通过发扬“大力协同”精神，科研、生产与使用

单位实现了资源整合。其中，中国科学院将部分研究

所整体划归二机部的举措尤为典型。工程的高度封闭

性同样关键，严格的保密机制与信息管理确保了任务

的顺利推进。

1.4 政策工具：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的研发资助与公
共采购

三大使命进程均包含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项目，

覆盖高能物理、天体力学、材料科学、化学工艺、计

算机科学等领域。与此同时，公共采购是这一时期采

用的另一项政策工具。通过集中采购，政府得以迅速

获取大量资源，确保重大科技项目所需物资和技术及

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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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美国政府从加拿大、比

属刚果等地采购了大量铀矿石。美国“阿波罗计划”

中，仙童半导体通过平面工艺创新成为项目主要供应

商。NASA对半导体技术的大规模采购，不仅满足了

项目需求，还直接推动集成电路产业的迅速崛起。

1965 年，美国 95% 集成电路订单来自军工航天领

域[15]，间接催生了包括英特尔、超威半导体（AMD）

等在内的硅谷企业集群。

1.5 功能输出：若干功能辅助下的技术创新功能

国防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的辅助功能主要体

现在资源动员、平台建设、生产制造和人才培养 4个

维度。资源动员方面，美国“曼哈顿计划”调动了政

府、军方及学界资源；美国“阿波罗计划”整合了

NASA、高校和企业的力量；中国“两弹一星”工程

则在国际封锁下，促成了军民资源动员。基础设施建

设主要体现在“曼哈顿计划”中的国家实验室和工

厂、“阿波罗计划”中的航天中心，以及“两弹一星”

工程中的实验室和试验基地。生产制造功能的实现得

益于企业，如“曼哈顿计划”中的杜邦和凯洛格，

“阿波罗计划”中的格鲁曼和波音，以及“两弹一星”

中的军工企业。人才培养方面，NASA实施人才培养

计划，为航天任务储备科学家、工程师。“两弹一星”

工程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重要院系得以设立，直接

推动了我国尖端科技领域人才的培养。

在上述辅功能的支撑下，知识与技术创新这一主

功能得以输出。“曼哈顿计划”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加快了二战结束进程。“阿波罗计划”以循序推进的

技术路径实现人类首次登月。“两弹一星”工程则在

严峻环境下完成核武器与人造卫星的突破。基于以

上，面向国防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特征总结如

图1所示。

2 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
体系

2.1 使命设立：面向国际市场竞争

二战后日本在工业基础积累的基础上推进进口自

“曼哈顿计划” “阿波罗计划” “两弹一星”工程

加速核武器研制，应对纳粹德国的核
威胁，确保美国在二战中的战略优势

通过载人登月，确保美国在航空领域中
的领先地位，展示国家实力与全球威信

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导弹和卫星技
术，以维护国家安全，打破国际孤立

架构划分为总统、最高决策团、军事政
策委员会、执行四大层级：要素互动受
到严格限制，体系十分封闭

以集中统筹为前提，形成矩阵管理；
尽管较曼哈顿计划稍显开放，但仍保
有严格保密限制

依托于“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将政治、
行政、技术紧密结合；体系高度封闭，
严格保密和集中化管理

以知识、技术创新为主要功能，辅以
最高决策团统筹下的资源动员、有企
业参与的生产制造，以及各国家实验
室、工厂等基础设施建设

以技术创新为主功能，辅以 NASA
统筹下的资源动员、航天中心平台、
人才培养计划中的教育培训、私人
部门参与的生产制造

以知识、技术创新为主功能，辅以
中央专委领导下的资源动员、军工
企业生产制造、实验室和试验基地
等平台，以及教育培训

三大航天中心

研究型高校

中国科学院、高校

国防部五院

第二机械工业部

国家实验室

研究型高校

生产工厂

直接科研资助

公共技术采购，推动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崛起

直接科研资助

公共采购

直接科研资助

公共采购

使命

主体

结构

工具

功能

图 1 面向国防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特征

Figure 1　Characteristics of mission-ori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for nation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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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进程，激化了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计算机领

域，为与美国 IBM 360/370系统抗衡，日本公共部门

相继推出多项补助计划。伴随着1975年 IBM公司实施

第 4代高性能计算机未来系统项目，作为回应，日本

政府启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20世纪 80年代，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先后指控日企技术侵权并发起

反倾销调查。尽管两国签署《美日半导体协议》，但

前者以履约不足为由实施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反倾销税并提高电子产品关税。与此同时，

美国于 1984 年颁布 《国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突破反垄断法对企业合资

研究的限制，合法化私营部门联合研发活动。在此背

景下，1987 年美国 SEMATECH 成立，目标是提升美

国半导体制造工艺技术并优化产业生态。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先后引进美国“Cyber172”

和日本“M系列”超级计算机，但其性能受限且使用

受控。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

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标志

着我国超算事业的启动。继 1983年成功研制“银河 1

号”，“863”计划又将超算列为重点攻关项目。早期

研发一度仿效日本 5代机路线，后因应用受限转向高

性能并行计算，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与操作系统，实

现超算从技术自主向市场导向的战略转变。

2.2 创新主体：企业核心主体地位得到强化

日本VLSI计划以企业主导的联合实验室为核心，

分为开发共性技术的合作实验室和分布于企业内部的

小组实验室。为兼顾协作与保密，通产省实施差异化

组织：日立、富士通、东芝公司分别独立研发，日本

电气与三菱公司参与联合研发，并设专项实验室分别

负责结晶、工艺诊断与设备技术。

类似地，美国 SEMATECH 由 IBM、英特尔、德

州仪器等10余家龙头企业组成，重点聚焦基础工艺与

设备改进两大领域。联盟还设立了11个卓越中心，整

合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等

研发力量，推进前沿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和标准制定等。

中国超算早期研制任务主要由国防科技大学和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承担。伴随着使命向产业化

迁移，市场主体参与度显著提升。例如，曙光公司实

现了从“曙光1000”到“曙光6000”的技术迭代；江

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发的“神威·太湖之光”，多次

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前 500 位 （TOP 500） 榜单

（TOP500 LIST）；联想集团推出中国首台企业自主研

发的万亿次级超算——“深腾 1800”；浪潮集团与国

防科大合作完成的“天河”系列亦曾位列世界性能

榜首。

2.3 系统结构：以混合管理、互动增加与封闭缓解
为特征的结构

日本 VLSI 计划采用政企共治的混合管理模式，

通过技术研究协会协调多方利益与资源。计划由政府

主导，赋予企业重要决策权。协会设有理事会、运营

企划委员会和实验室 3级架构，分别负责战略、执行

与研发。研究室仅作简易物理隔离，人员可自由流

动。开放式布局促进了隐性知识传播，配合正式与非

正式交流活动，显著增强了协作效能。此外，计划虽

以五大企业为核心，但也吸纳东丽、佳能等外部企

业，并在后期向国际开放交流。

美国SEMATECH实行主管、经理和项目经理3层

扁平化管理，由 DARPA 资助但不干预技术路线。人

员轮换机制和不定期举办的技术研讨会促进了知识流

动。初期成果要求保密 2年，后限制取消，非核心成

员研发支出占比由 1988 年的 20% 升至 1990 年的

50%[16]。20世纪 90年代，国际子公司 ISEMATECH成

立，进一步吸纳了韩国三星、荷兰阿斯麦等企业。

中国超算建设则实现了由分散研发，向协同集聚

与网络化发展的转型。早期科研单位“各自为战”；

在“十五”时期，项目引入竞合机制。例如，联想和

曙光公司分别承担 4万亿次超算的研制任务；浪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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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发“天河”系列。

2.4 政策工具：新增法律制度与财税激励

二战后，日本政府实施 《企业合理化促进法》

（企業合理化促進法），并于1961年出台《工矿业技术

研究组合法》（鉱工業技術研究組合法），支持企业组

建非营利性技术研究组合。继《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

创新法》（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of 1980）、《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美国也依托

《国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支持企业间合作。中国在同时期出台《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

制改革的决定》，并于 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启动“863”计划，构建了超算研发与产业

化的制度保障体系。

从研发经费来源看，日本 VLSI 计划政府资助比

例在1977年达35.1%；1983年，补贴38个研究联合体

共 330亿日元，占支出总额的 55.9% [17]。同时，企业

研发费用超出历史最高水平时可享受税收减免，最高

抵扣营业税的 10%[18]。美国《经济复兴税收法》（The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规定，企业研发投入超前

3 年平均水平可减税 25%。同时， SEMATECH 获

DARPA 的 9 亿美元资助，占研发总额 50%，达 WTO

限制上限[19]。中国则通过“863”计划、“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等专项支持超算研发，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

也对集成电路领域有所覆盖。

2.5 功能输出：多元功能支持下的市场形成功能

国际市场竞争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的辅助功

能主要体现在资源动员、技术创新、创业培育、人才

培养、知识扩散等维度。① 资源动员。日本VLSI计

划 中 ， 五 大 半 导 体 巨 头 合 作 协 同 ； 组 成 美 国

SEMATECH的 10余家企业代表了美国 80%半导体生

产能力[20]；依托重大科技项目，中国超算则是实现了

曙光、联想等企业，以及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等机构的共同参与。② 技术创

新。VLSI计划形成的 1 000余项专利中，约 50%来自

合作实验室③；SEMATECH先后实现了 0.8微米、0.5

微米、0.35微米线宽技术突破；中国超算也逐步形成

了“天河”“曙光”“神威”三大技术产品序列。③ 创

业培育。SEMATECH通过技术推广，降低了中小企业

创新成本；中国科学院“一院两制”政策，促成了联

想 、 中 科 曙 光 等 企 业 的 成 立 。 ④ 人 才 培 养 。

SEMATECH在全美建立31所卓越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中国国家超算中心和企业，则是通过开设课程、建立

博后工作站、设立基金等方式，与高校联合培养人

才。⑤ 知识扩散。日本VLSI计划中的正式与非正式

交流活动、SEMATECH的轮岗制度与成果开放和中国

超算中心、计算网络，从不同层面加速了知识共享。

基于上述多元辅助功能，三大使命进程实现了市

场形成这一主功能的输出。从1973年开始，日本半导

体产业呈现持续增长态势，1988年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51%[21]。类似地，美国通过 SEMATECH 促使美国在

1993年以 43%的全球市场份额重夺行业领先地位[22]。

2018年，中国前100位（TOP 100）超算榜单实现全国

产化；在国际TOP 500排行榜中，中国超算制造商占

比从早期的7.4%快速提升至接近50% [23]。基于以上，

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特征总

结如图2所示。

3 面向社会经济重大问题的使命导向型科技
创新体系

3.1 使命设立：面向社会经济重大问题

“癌症登月计划”由美国奥巴马政府于 2016年启

③ Sakakibara K.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VLSl) semiconductor project in Japan. MIT Working 

Paper, 1983: 1490-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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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旨在加速癌症研究、拓宽治疗途径、提升预防与

检测能力，力求在5年内取得原本10年的进展。2022

年，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启动该计划第 2阶段，提出在

25 年内将癌症死亡率降低 50%，并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该计划目标兼顾科技进步与社会公平：通过强化

防治体系提升公共健康水平，缓解治疗负担促进健康

公平，并以生物医药创新带动就业，实现经济包容性

增长。

形成对照，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体现出能源安

全、产业升级与环境保护的多重导向。通过电动化与

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石油依赖；产业层面，以电动汽

车为突破口，摆脱传统燃油车技术路径，实现非对称

赶超；环境维度，通过推广新能源汽车及完善相关基

础设施，推动交通领域减排，加速能源系统低碳

转型。

3.2 创新主体：表现为“产学研+X”的核心主体
分布
美国“癌症登月计划”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及其下属国家癌症研究所为核心研发机构，美

国杰克逊实验室、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等顶尖机构

及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等高校

深度参与。企业方面，2016年，全球十大制药公司中

有 6家来自美国。凭借临床资源，麻省总医院、费城

医院在免疫治疗、白血病模型与干细胞移植护理等领

域发挥关键作用。此外，患者通过“癌症登月生物样

本库”和“NCI-CONNECT”④等平台参与试验设计，

与科研、医疗机构共同推动研究进展。

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依托于“863”计划

的实施，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

在动力系统、整车制造与充电站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卓

越成果；一汽、东风等行业龙头企业推动了混动、燃

④ 全称 Comprehensive Oncology Network Evaluating Rare CNS Tumors（综合肿瘤网络评估罕见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是美国国家

癌症研究所（NCI）发起的一项专门针对成人罕见脑和脊髓肿瘤的患者参与网络与研究项目。

日本 VLSI计划 美国 SEMATECH 中国超级计算机建设

迅速提升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缩小
与美国的差距，强化行业市场竞争
力

面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旨在改进
美国半导体制造工艺技术，增强本国
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封锁，通过超算自
主研制，保障国防安全、推动高性能
计算产业发展

表现出政企共治模式特征，封闭性
有所缓解，要素互动更加紧密，形
成了相对开放的实验室格局

扁平化管理；人员轮岗、路线绘制、
协商会议等机制增加了成员间互动；
后期体系从相对封闭逐步转向开放

体系内项目实施过程中协同攻关增加，
行动由单点建设转向集聚（算力中心）
和网络（全国网络）

推动日本半导体产品升级换代，特
别是 DRAM，在全球市场迅速崛起

使美国在 1993年以 43%的全球市场
份额重夺行业领先地位

中国前 100位超算榜单实现全国产化；
国际前 500位排行榜中，中国超算制
造商占比提升至接近 50%

10余家顶尖半导体龙头公司

11个卓越中心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国防科技大学

企业：曙光、江南计算所、联想

《合作研究法》

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

科技体制改革《工矿业技术研究组合法》

使命

主体

结构

工具

功能

富士通

日本电气

三菱

日立

东芝

图 2 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特征总结

Figure 2　Characteristics of mission-ori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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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纯电动汽车技术的突破。在产品研发、推广过程

中，用户的需求反馈为技术优化和服务改进提供了重

要支撑。示范试点项目，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

电动客车应用，为技术验证和市场推广创造了场景。

3.3 系统结构：以跨部门治理、互动紧密与开放创
新为特征

美国“癌症登月计划”的顶层架构由美国白宫特

别工作组主导，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担任主席。该计

划汇集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10余个联邦部门参

与。工作组与白宫癌症内阁会议协作，确保跨部门协

调。为确保实施的科学性，该计划由癌症领域权威专

家组成的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和总统癌症顾问小组提

供知识支持。要素互动与开放性方面，计划构建起多

主题网络促进癌症研究与治疗。例如：“患者参与网

络”，推动患者与研究人员合作；“免疫治疗网络”，

聚焦与免疫相关的靶点发现与生物标志物；“癌症耐

药性研究网络”，聚焦耐药癌细胞特征，并支持个性

化治疗。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涵盖原材料、制造、基础

设施等多环节，需跨行业、跨部门协同。2013年，国

务院设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近20余个部门参与

的部际联席会议，从战略规划到政策落地，确保议程

的有效推进。与此同时，计划展现出鲜明产学研开放

合作特征。依托“863”计划，清华大学与一汽、东

风等企业联合研制驱动系统；同济大学与国产品牌合

作推广燃料电池车型；北京理工大学与北京交通大

学、北京京华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研制纯电动客

车。比亚迪与戴姆勒、广汽等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并

与高校合作共建高级电动技术平台。资源整合还体现

在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等枢纽组织的建立，

构筑了多主体协同的创新生态。

3.4 政策工具：“供—需—环”立体化的政策工具
组合

供给侧：“癌症登月计划”中，2016年美国国家

癌症研究所 52亿美元预算中，近 70%用于涵盖病因、

诊断、治疗及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⑤。同时，配套

“癌症登月学者”“博士后研究过渡奖”等人才支持机

制。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依托“863”计划投入数百

亿元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通过创新补贴、税收

优惠等政策，增强企业研发动力。

需求侧：美国“癌症登月计划”建立了“患者参

与网络”，提供教育资源、临床试验机会，改善患者

参与和治疗选择。借助《平价医疗法案》扩大医保覆

盖，目标推动癌症筛查普及。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则

是通过“十城千辆”工程等示范运营，以及消费补

贴、免税减费及地方通行优惠等举措，释放市场

需求。

环境面：美国“癌症登月计划”依托其“跨学科

能量学与癌症研究计划”探究生活方式与癌症风险的

关联，并借助在线戒烟支持平台（Smokefree.gov）和

《烟草管制法案》（The Family Smoking Prevention and 

Tobacco Control Act），推进戒烟与公共场所禁烟，提

升健康治理效能。中国新能源汽车则是大力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明确充电桩的发展目标，并通过阶段性进

口管控与标准体系建设，强化技术门槛与产业规范，

完善产业生态。

3.5 功能输出：传统功能相协调下的转型功能

美国“癌症登月计划”通过特别工作组与白宫癌

症内阁会议，构建起资源动员的顶层协调机制。中国

新能源汽车则是依托于部际会议制度和重大科技项目

实现资源动员。知识与技术创新方面，2016年启动以

来，“癌症登月计划”推动了 49项临床试验，产出了

2 000多篇论文和 30多项专利。类似地，依托“863”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Kuittinen H, Arrilucea E. Mission-oriented R&I policies-

In-depth case studies-Cancer Moonshot (US)-Case study report. Paris: Publications Offic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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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十一五”期间300余款新能源汽车进入国家公

告目录。项目申请了2 011项专利，其中1 015项为发

明专利。创业培育方面，美国“癌症登月计划”与美

国小企业创新研究（技术转移）计划协同。生产制造

与市场形成上，2016年全球十五大畅销药物中有 5种

来自肿瘤治疗领域。形成对照，2013—2018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市场年均增长率高达 70%。知识扩散维度

上，使命进程中的项目、网络、联盟为技术传播提供

了支撑。此外，人才培养、政策制定与体制改革、基

础设施和支撑平台也均有所体现，因在政策工具部分

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依托于上述传统功能输出，转型功能一定程度上

得以激发，具体体现在：通过“癌症登月计划”实

施，治疗从单一的化疗和放疗转向更精准的个体化治

疗。同时，引入数据共享、患者深度参与等机制，革

新了癌症研究与治疗模式。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体现

了一个由宏观景观压力驱动，通过政策扶持下的技术

利基培育，逐步突破路径依赖的过程。最终，撬动了

以燃油车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技术域，推动交通领域社

会技术系统整体转型。基于以上，面向社会经济重大

问题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特征总结如图 3

所示。

4 因势利导构建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的
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基于前文分析，三代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特

征总结如下表 1所示。第一代体系，受国防安全与政

治目标驱动，涵盖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和研究型高

校等核心主体；体系采用垂直管理模式，通过直接研

发资助和技术采购，在对外封闭、信息隔离的环境中

实现技术目标。第二代实践，响应全球产业竞争，伴

随着创新联合体的组建，企业主体地位得到强化；体

系结构更加扁平，内部要素互动频率与开放程度均有

所增加；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财税激励，推动关键技

美国“癌症登月计划” 中国新能源汽车

① 支持癌症研究与治疗，提升患者生存质量；② 解决健
康不平等问題；③ 目标推动生物制药行业发展，促进就
业和经济包容性增长

①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② 目标实
现汽车产业升级；③ 助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双碳”
目标）

由白宫特别工作组领导，统筹联邦政府多个部门机构；同
时，建立了多个专业网络和联盟，促进跨学科合作与资源
共享

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体系呈现出多部门协同治理特征；
通过建立协同创新中心、产业技术联盟和国家级研究中心，
产学研合作模式得以深化

在产生新技术、新方案的同时，也逐步取代了传统癌症研
究与治疗模式，形成更加多元且综合的健康治理体系（数
据共享、跨学科合作与患者深度参与）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汽车产业的技术壁垒，
更是大有替代燃油汽车社会技术系统的趋势

环境面：标准、国际贸易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行为规制、基础设施建设

需求侧：示范试点、补贴、公共采购需求侧：医疗保险、患者参与、公共采购

供给侧：资助补贴、税收激励、人才培养

使命

主体

结构

工具

功能

清华、北理工、同济等高校

一汽、上汽、东风、奇瑞等企业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及其用户

斯坦福、哈佛等高校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医院

辉瑞、默克等企业

患者

图 3 面向社会经济重大问题的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特征总结

Figure 3　Characteristics of mission-ori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for major socio-economic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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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突破，进而实现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第三代体

系，面向经济社会问题，内部主体由产学研组织扩展

至更广泛的参与方；政府注重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

制，并打造“供—需—环”立体化的政策工具组合，

通过节点深度互动与开放创新推动社会技术系统高质

量转型。

4.2 政策启示

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并不是一个固定、僵化

的系统，而是随着时代背景、战略目标和社会需求变

化存在差异。与此同时，新一代体系的兴起也并非对

传统模式的弃用。随着创新需求越发复杂，体系间可

以在整体层面实现互补协同，并于各自的情境中展现

优势。每代体系都有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并非相互排

斥或简单的替代。因此，在国家提出“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战略目标下，当面临不同挑战或面向不同目标

时，应因势利导对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进行构

建，本文提出3点政策建议。

（1）因势布局创新主体，促进多方资源整合。面

向国防安全的科技创新体系，需要保证信息安全。公

共部门直接管理的科研组织，通常具备更高等级的安

全标准与风险防控机制，防止核心技术与敏感信息外

泄。在此背景下，国家科研院所、研究型高校及军工

企业成为体系的关键支撑力量。与政府关联紧密，也

便于公共部门对这些组织进行资源调配。当使命面向

调整为产业赶超或国际市场竞争时，企业则成为布局

侧重。该类组织既是创新主体，又是市场中的生产单

元。相较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通常位于创新链中

后端，更了解产业发展态势，能够根据情况做出快速

响应。这也是为什么致力于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

体大多以市场主体为主导，因为企业更能精准识别技

术创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和“难点”。倘若

应对的是社会经济重大问题或全球挑战，鉴于技术、

经济、社会间的交织关系，行动者可考虑进一步扩

充，不仅囊括产学研等传统研发主体，还涉及医院、

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甚至是用户、患者等。

（2）优化体系结构设计，提升使命执行效能。垂

直管理下，层级清晰且权责分明，能够保持政府对使

命进程的控制，可视为国防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

较为理想的层级结构。当使命目标转向产业竞争或社

会经济问题时，过多的层级可能导致决策链条延长、

响应迟缓，难以及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形成对照，

可构造层级较少、信息流动更快的扁平结构，为参与

者提供更多的自主权和探索空间，使创新过程更具试

验性和灵活性。当然，即便是面向同类使命，层级结

构也会因情景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相较于“曼哈

顿计划”，“阿波罗计划”采用了职能与项目相结合的

矩阵管理。在组织互动与开放性方面，面向国防的体

系设计需要考虑使命进程的保密性，严格限制系统开

表1　使命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的代际特征比对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ssion-ori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维度

使命类型

创新主体

体系结构

政策工具

主要功能

第一代体系

面向国防安全

研究型高校、科研院所与国家实验室

垂直管理、互动松散与对外封闭

直接研发资助与公共采购

以技术创新为主，以其他功能为辅

第二代体系

面向市场竞争

企业份量日益增加

项目管理、互动增加与封闭缓解

法律制度与财税政策

表现出功能多元化趋势，最终致力于
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代体系

面向社会经济重大问题

“产学研+X”

跨部门治理、互动紧密与适时开放

“供—需—环”立体政策组合

在具备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技
术域转型

1385



政策与管理研究

 | 2026年 · 第41卷 · 第7期

放程度，仅在特定范围内允许小部分组织互动。这种

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可适用于面向国际产业竞争的科

技创新体系，避免核心资源被外部窃取。伴随着成果

需要回应社会经济问题时，体系则可以被创建为一个

由多元要素紧密互动而组成的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网

络，具备更高的开放性，以捕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

求并整合他们的能力，促进知识扩散与重组。

（3）精准配置政策工具，强化核心功能输出。当

使命限于国防军备、航空航天领域技术层面的突破

时，体系可主要考虑直接研发资助、政府采购等政策

工具。通过迅速的资金注入与资源供应，创造出能够

推动使命进程，甚至完成使命的技术成果。当对体系

功能的要求从技术突破扩展至市场形成时，如何将知

识与技术创新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产品，则应成为

政策工具使用的考虑侧重。伴随着企业成为体系的关

键创新主体，嵌入于市场机制的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知识产权制度可被进一步采纳运用，以提升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并从需求侧增加用户消费意

愿。政策干预还可以有意识地促进组织间互动，并通

过环境营造推动技术扩散与产品推广。倘若使命转为

应对社会经济重大问题，则需着重于域转型功能的实

现。这一背景下，政策工具间需要形成“供给—需求

—环境”相协调的组合。更为重要的是，公共部门应

该意识到此时的工具已不再限于科技政策领域，甚至

也并非产业政策，而是跨越多个部门，如可能涉及环

境政策、社会政策等，旨在实现社会技术系统高质量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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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 as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addres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has gained extensive practical 

experience globally. However, the agenda-setting and realization processes remain a complex, underexplored area. This study, based o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analyzes mission-ori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through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ens. According to the orientation and focus of their missions, eight representative cases from China and abroad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enerational categorie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innovation system models across five analytical 

dimensions: mission formulation, innovation actors, system architecture, policy instruments, and functional outputs. The conclusions 

underscore the need for flexible, mission-driven innovation systems that adapt structure, actors, and policies based on specific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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